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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宪法基础

秦前红 刘怡达

摘 要 现行《宪法》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产物，同时为党在未来的自我革命预留

了制度空间，其对“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勇气，其序言中的“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构成党的自我革命的方法路径，其关于监察委员会的规定则是党的自我

革命的制度载体。坚持自我革命是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的核心内容被规

定在国家根本任务中，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既需要中国共产党修正认识偏差以便对国

家根本任务作出科学设定，还应增强党的先进性以便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国家根本任

务。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自我革命与人民民主并非互斥而是相辅相

成，人民民主为自我革命提供外生动力，自我革命使人民民主更加真实有效。为了长期有序

推进自我革命，必须以宪法为基础构建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一方面，自我革命本质上属

于党的建设活动，而这是党内法规的规范重点，因此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中的党内法规不

得抵触宪法；另一方面，部分自我革命活动已转化为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这要求根据

宪法制定相关法律，以便监察委员会等国家机关履职有完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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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

持自我革命”列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并认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

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1］。有别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自我革命则是以“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为主要内容［2］（P8）。如果说前者要求废弃旧的法律秩序，那么

后者则要求做到于法有据。例如，反腐败被认为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反腐倡廉工作的具体推进则须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现代法治国家，宪法具有根本法和最高法地位，因而自我革命于法有据首

先是要于宪有据。有鉴于此，我们应将自我革命作为一个宪法课题加以对待，在宪法文本中寻求自我革

命的基础，确保自我革命在宪法预设的轨道上有序推进。

一、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宪法空间

“八二宪法”可谓是因改革而生，又因改革的深入推进而数次修改，以至于被贴上了“改革宪法”的标

签，被认为确立了“宪法出场，革命退场”的理性逻辑［3］（P94）。严格来说，在“八二宪法”中退场的只是疾

风骤雨式的暴力革命，各类改良活动在宪法中依旧有宽广的制度空间，特别是被称作“中国的第二次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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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改革。同样地，现行《宪法》也在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方法路径和制度载体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

推进自我革命预留了制度空间。

（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

现行《宪法》序言第一自然段载明：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

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同样具有光

荣的革命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曾谈及“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的观点，认为“这

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并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4］（P8）。相较

于其他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身份及其具有的光荣革命传统，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便是把自身作为

革命对象，这使得“党的自我革命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革命，具有革命主体和革命对象相统一的特点，也

就是要自己革自己的命”［5］（P79）。然而，革自己的命远比革别人的命要难得多，刀刃向内开展自我革命

更需要勇气。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同志做到“两个务必”，认为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6］（P24），便充分说明了自我革命

的难度及其需要的更大勇气。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底气源自何处，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答案，

即“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

利益”［7］（P326），“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8］

（P542）。这缘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越是受到利益的裹挟，就越难有革命的

勇气。而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

益，这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勇气和底气进行自我革命。此种无私益的政治品格在现行《宪法》中体现为，序

言第五自然段载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中国共

产党并非将胜利的果实占为己有，而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

为国家的主人”。也正是因为有了中国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事实命题，现行《宪法》才得以在第2条对人

民主权原则进行规范表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此种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立场

和权为民所用的观念，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无私益的政治品格。

（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我革命的方法路径

通俗而言，自我革命就是主动认识错误、自觉改正错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我革命的方法路径

其实可以概括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自我革命意义的会议，党的十

二大首次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事实上，这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更具深远影

响的或许是其本身就是自我革命的产物，表现在“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

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9］（P510）。这与“八二宪法”受到的评价别无二致，即“这次制定的一九八二年

宪法，继承和发展了五四年宪法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原则，修改了一九七五年宪法和一九七八年宪法中不

适宜的内容”［10］（P19）。更加相仿的是，“八二宪法”序言中也有关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明确规定。

此般趋同性缘于“八二宪法”乃是在十二大精神指导下制定的，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在党内根本法和国家根本法意义上成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重要方法论。

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作为自我革命的方法路径，首先要明确坚持的是何种真理。在推进伟大自

我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党需要坚持的真理概言之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11］（P26），为此，《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现行《宪法》亦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重大成果确定为国家的指导思

想。二是中国具体实际，这是由于“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

观的实践”［12］（P663），所以《中国共产党章程》向全党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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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真理的要求。事实上，在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纠正的错误中，很多是由于未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导致的。

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作为自我革命的方法路径，还要明确修正哪些错误，以及如何修正错误。

一方面，现行《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

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具有的这种“根本活动准则”作用，使其构成衡量各

种错误最根本的标尺。易言之，在那些需要被修正的错误中，居于首位的乃是违反宪法的行为，这要求

不断健全宪法监督机制。另一方面，现行《宪法》要求党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意在表明“党的所有

活动都受宪法的约束，如果超越宪法的界限，其活动就会失去合宪性依据”［13］（P6）。通过自我革命修正

错误的活动，自然也应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充分运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方式。例如，随着有关监察委

员会的各项规定被写入宪法，作为自我革命重要内容的国家监察工作，也应当依照宪法的规定开展，这

便是《监察法》第5条规定的“国家监察工作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

（三）监察改革的宪法确认：自我革命的制度载体

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历史自觉，以此“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的有害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原体”［8］（P35）。而在众多减损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的因素中，腐败无疑是最主要的，因此我们党把反腐败斗争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

识。可以说，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自我革命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即明确指出：“腐败是

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1］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不断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在此过程中，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可谓是最重要的制度成果。一方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创设的监察委员会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的反腐败

机构，也是专司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国家机关。监察委员会的法定职责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即《监

察法》第3条规定由各级监察委员会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另一方面，所有腐败问题皆缘于权力

失去了必要的监督，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乃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为此需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使权

力受到应有的监督。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便是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

国家监察全面覆盖。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以监督为第一职责的监察委员会扮演着“专责监督机

关”的角色，加之其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实现了有机统一，进而促使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完善。

既然“纪检监察机关是进行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力量”［14］，而自我革命应在法治

轨道上推进，于是，作为创设监察机关和配置监察权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自然必须

做到于法有据，这与“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要求在逻辑上一致。特别是此种改革涉

及现有法律的调整，因此必须遵循先“变法”后“变革”的逻辑。是故在改革试点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

先后通过《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在全国各地

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便将试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由于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

上，在党的二十大批准的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中，便有诸多与自我革命相关的新举措和

新要求，在今后落实这些新举措、践行这些新要求的过程中，同样应依法进行，始终做到自我革命于法

有据。

二、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宪法意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

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15］（P29）由此可见，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一个很

重要的考量便是更好地推进社会革命。为此，党的二十大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以伟大

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宪法，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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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核心内容以国家根本任务的形式加以规定。于是，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的引领作用有着两大场

域，分别是国家根本任务的设定和完成。

（一）国家根本任务是社会革命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要求，“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6］（P6）。中国共产党自

成立以来，先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就，

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为了表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正当性，我国宪法序言用大量的篇幅叙述历

史，并将重心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此般

有重点的历史叙事，意在表明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即现行《宪法》序言

第七自然段载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

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在“八

二宪法”颁行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依然不断进行，尤其是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于是

在2018年3月修宪时，序言第十自然段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被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

改革过程中”。

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历史固然重要，但是宪法毕竟要面向未来，这表现为

宪法需要对国家根本任务作出规定，即明确现阶段社会革命的内容。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通过“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可谓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革命，于是“五四宪法”在序言中规定了国

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此后的三部宪法无一例外地对国家根本任务作出了规定，分别是“七五宪法”

和“七八宪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及“八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实上，

“八二宪法”完成了国家根本任务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这本身就是自我革命的体现。因为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7］

（P502），为此，我们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要求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在此背景下，“八二宪法”所为之的便是修正国家根本任务中的错误内容，并在其中注入与改

革开放新时期相契合的新内容，从而在根本法意义上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

（二）在自我革命中引领国家根本任务的设定

将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已然成为我国宪法制定和修改的基本规律。宪法对国家根本任务的

设定，同样充分遵循了这一规律。“五四宪法”中载明的“一化三改”的总任务，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针对

过渡时期提出的总路线。刘少奇同志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对此有直接说明，即“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了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九五四年已经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所接受，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17］（P206）。这表明“五四宪

法”载明的国家根本任务，乃是中国共产党为其设定的。“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作为国家根本任务，也是缘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前景的认识。“八二宪法”之所以将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设定为国家根本任务，亦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这一战略方针”［18］

（P1267）。而后通过数次修改“八二宪法”，不断完善国家根本任务，同样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息息相关，

该认识概言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如何理解的。

可以发现，宪法上国家根本任务的调整，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深刻社会革命，最初源于中国共产党对

历史和现实的判断。如此一来，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至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要不断修

正认识上的偏差和误区，以便宪法能够对国家根本任务作出科学设定。自“八二宪法”颁行40周年以来，

全国人大对其进行了五次部分修改。期间修改最频繁的当属国家根本任务所处的序言第七自然段，原

因是国家根本任务在本源上由中国共产党设定，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阶段的认识和判断。而中国

共产党又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政党，敢于在自我革命中修正认识上的错误，以至于国家根本任务必然

随着党的自我革命而不断完善。例如，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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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此种发展思路的转变充分体现了自我革命的精神。于是，2018年3月修宪将生态文明纳入国家根本

任务，要求把我国建设成为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此过程中，全国人大基于“我们党对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19］（P240），进一步优化了宪法上的国家根本任务，这反映了自我革命对社会革

命的引领作用。

（三）在自我革命中引领国家根本任务的完成

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还要求在完成国家根本任务的过程中，始终发挥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核心作用。这一方面是历史的选择，因为作为近代以来最深刻的社会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均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完成的，由此彰显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革命的强大能力。比如在《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谈及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性质时表明，“在人民获得胜

利以后，出现了新问题：工人阶级领导国家建设是不是也和过去一样有本领和把握呢”？并对该问题回

答道，“五年以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工人阶级领导国家的非凡的才能。为着巩固我国人民已经取得

的胜利果实，必须继续巩固和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国家的领导”［19］（P397-398）。另一方面是宪法的规定，

即现行《宪法》在设定国家根本任务时，要求“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国家根本

任务，此处的“将继续”一语“表明在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人民仍然离不开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20］（P23）；加之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新时代的伟大社会革命，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

的引领作用乃是一项宪法要求。

当然，无论是历史的选择还是宪法的规定，都源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例

如，现行《宪法》序言第四自然段载明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

的历史，但也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此般规定意在说明，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更加彻底的社会革命，先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

利，才得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相较于其他政治领导力

量的先进性。然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这要求我

们党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同一切有损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作斗争。于此层面而言，以伟大自我革命

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其实就是通过自我革命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从而有能力领导中国各

族人民完成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任务。

三、自我革命与人民民主的宪法关联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而在1945年7月著名的“窑洞对”中，毛泽东同志

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人民民主，即“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

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1］（P729）。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民主和

自我革命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不能认为自我革命可以取代人民民主，只是二者的作用机制

有所差异，此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

我革命”［8］（P549）。如上所述，现行《宪法》既是自我革命的产物，亦为自我革命的有序推进提供了根本

法基础。同时，我国宪法确认了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并将监督权规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如此一

来，还应在宪法意义上明确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的关联。

（一）自我革命与人民民主的宪法发生机理

自我革命与人民民主在宪法上的发生机理不同，其中，党的自我革命源于党建国家的历史逻辑，以

及党领导国家的现实逻辑。就历史逻辑来说，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便有一套相对

完备的腐败预防和惩治制度，待到其“掌握国家政权后，惩治与预防腐败并没有因此从单纯的政党行为

变为国家行为”［22］（P338），以至于权力监督依然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展开的。于现实逻辑而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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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国家政权的现实领导者，“宪法对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所有社会活动主体都作了制约性规定。只

是这种制约对于执政党之外者，是一种领导与治理，但对于执政党本身，则是自律与自觉”［23］（P465）。既

然是一种自律和自觉，那么中国共产党自身错误的修正，必须依靠其强大的自我革命力量。与此不同的

是，人民民主源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逻辑，以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范逻辑。因为在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政体下，人民当家作主表现为通过选举构建起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并借助于有效的监督来

控制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例如，现行《宪法》第3条第2款在规定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同时，

还要求各级人大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二）人民民主为自我革命提供外生动力

自我革命与人民民主都是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但发生机理的不同使其作用重点也有所差异。如

果说修正错误是自我革命的重要方法论，那么，人民民主则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错误的产生。例如，习

近平总书记曾提出“权力集中使得守纪靠自觉”的问题，即“一把手权力集中，受到的监督很少，遵章守纪

基本上靠自觉，这样能不犯错误、不出问题吗”［15］（P396）？而广泛且真实的人民民主，便可以有效防止权

力过于集中，进而避免错误的发生。除此之外，人民民主其实是一种外部的他律，自我革命则是一种内

生的自律，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外生动力。

首先，人民民主能够克服自我革命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生动

力，根源于其无私益的政治品格。于此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越能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

做到以人民的利益为本党的最高利益，那么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就越充沛。这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

始终秉持人民立场，而不能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章程》其实对此有鲜明警示，认为党执政后的最大危

险是脱离群众，继而要求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作为调整人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宪法，同样

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现行《宪法》第27条明确规定反对官僚主义，并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

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如果说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

机活力的内因，那么人民民主则属于外因，后者能够诱发和激活前者。例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及“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指出，“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

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

点，减少错误”［24］（P205）。

其次，人民民主还可以服务于自我革命的具体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

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2］（P8）例如，纪检监察机关是中国共产党

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而在工作实际中，人民群众对违纪违法行为的监督可为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

提供助力。为此，《监察法》第35条明确要求：监察机关对于报案或者举报，应当接受并按照有关规定处

理。这既是因为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即根据现行《宪法》第41条的规定，对

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公民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还

是因为问题线索是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的源头和基础，而在问题线索的众多来源

中，人民群众的报案和举报居于重要地位。

（三）自我革命使人民民主更加真实有效

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联系民众、传递民意，并借由选举等方式进入国

家政权机关。由于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功能，政党的民主与否自然会对国家和社

会的民主制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确保政党在形成人民意志和参与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积

极作用，政党之组织和运作的民主不可或缺。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具有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双重身份，使

其对人民民主的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可以说，“在中国的民主中，政党制度所处的方位是基础性的，同

时也是决定性的”［25］（P339）。因为中国共产党会依照其对民主的认识，去构建人民民主的相关制度，甚

至对党内民主制度加以必要改良后，直接将其运用于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例如，鉴于“实现党内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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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26］（P137），这移植到人民民主的领域便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即现行《宪法》第2条第2款规定的“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将自身嵌入国家和社会当中，民主的党内政治生

活构成人民民主可资参照的范例。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民民

主的质量。诚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党内民主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27］（P565）。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15］（P399），这使得

对党内政治生活进行民主化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为此，《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也被列为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经

由自我革命提升党内民主的水平，可以有效提高人民民主的质量，使人民民主更加真实有效。

四、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宪法构建

无论是公共活动还是个体行为，制度均可对其发挥定型和规范的双重功能，进而达致“利长远”和

“有秩序”的目标。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为了使其发挥长远指导意义，应

当推动其向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方向发展。党的二十大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党内根本法中

对“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作出明确规定意即在此。与此同时，自我革命虽然名为“革命”，但不是一

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因而必须在制度的轨道上有序推进。正是缘于此，习近平总书记

2022年1月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即指出，“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8］（P550）。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

平总书记再次要求“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1］。可以说，构建完善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目的是更加长期和有序地推进伟大自我革命，使自我革命有系统完备的制度作为遵循。

（一）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多元构成

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体系”一词是指若干事物互相联系而组成的整体。这表明“党的自我革命制

度规范体系”乃是一个集群概念，由多种类型的制度规范同构而成，既包括权力监督领域的国家法律，亦

包括管党治党领域的党内法规，还包括其他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同时，就该体系内部不同的制度和规范

而言，仍有着一定的层次划分，最典型的莫过于法律体系当中的效力位阶划分。加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部署时，明确提出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区

分，三者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发挥着不同功能。依此逻辑，自我革命的全面推进需要采取各

类不同的举措，而这些举措在所涉领域和重要程度上的差异，会影响乃至决定相应的制度和规范的选

取。例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涉及国家机构的调整，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因而

改革的成果必须获得宪法的确认，以便为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提供宪法依据。

党和国家的制度规范在表现形态上具有多样性特征，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同样不局限于某种单

一的制度形态。而在现代法治国家，宪法无疑是最高级和最根本的制度规范形态，“正是宪法塑造了现

代化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28］（P12）。一方面，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使得其他制度规范皆可在宪法

中寻得源头；另一方面，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则要求其他制度规范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于此层面而言，

应当以宪法为基础构建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事实上，现行《宪法》便属于自我革命的成果。因为在八

二修宪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自我革命莫过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而“八二宪法”所

要完成的便是固化拨乱反正的成果。此即彭真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

出的：“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战略方针，就是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

来”，“把这个方针记载在宪法中，是十分必要的。”［19］（P97）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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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先后经历了五次部分修改，在此过程中，国家制度和国家任务在根本法意义上得到了改良，自我革

命的成果进一步体现到宪法文本中。

（二）宪法在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中的基础作用

诚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故在构建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时，应当发

挥宪法的基础性作用。不过，考虑到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有着多元构成，因而宪法的基础作用也有着

不同体现。一方面，自我革命在本质上属于党的建设活动，目的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

大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的建设提出了六项基本要求，最后一项是坚持从严管党治党，而“党的

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便被规定在其中。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3条的规定，“党的建设

活动”是党内法规的规范重点，如此一来，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主体当属党内法规。此时，宪法的基

础性作用表现为，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当中的党内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例如，鉴于阶级斗争扩大

化带来的危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此背景下制定的“八二宪法”，亦基

于“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客观现实［19］（P96），将斗争对象严格限缩在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如此一来，自我革命虽然要求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但新时代的伟大斗争“绝不是阶级斗争，斗争的方式也不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29］（P37），自我革命同

样需要摒弃阶级斗争的思维。另一方面，基于党建国家的历史逻辑和党领导国家的现实逻辑，中国共产

党的自我革命不可能与国家行为断然分开。特别是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部分自我革命活动已经

转化为国家机关的职权和行为，比如监察委员会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调查。而国家机关的职权由

法律赋予，并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于是，在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国家法

律。此时，宪法的基础性作用除了表现为国家法律不得与之相抵触，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根据宪法制定法

律。尤其是根据现行《宪法》第124条的规定，修宪机关已对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事项进行了立法委

托，即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为此，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享有

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应当根据宪法的规定就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制定法律法规，促

进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日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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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CPC's Self-reform
Qin Qianhong（Wuhan University）

Liu Yida（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urrent Chinese Constitution is the product of CPC's self-reform, which also reserves an

institutional possibility for its future self-reform. "All power belongs to the people" in the Constitution pro‐

vides courage for CPC's self-reform; the "upholding truth, correcting errors" in the preamble constitutes the

way of its self-reform; the provisions on the Commissions of Supervision are a manifestation of self-reform

in the system. Promoting self-reform is to better advance social renovation, whose core content is stipulated

in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our country. Therefore, to lead the social renovation by self-reform, it is necessary

to revise the deviation of cognition to make a scientific setting for the task, and to enhance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PC so that the party can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to complete the task. As the two answers to the ques‐

tion of how to escape the historical cycle of rise and fall, people's democracy and self-reform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but complementary. People's democracy provides exogenous impetus for self-reform, and self-re‐

form makes people's democracy more effective. In order to promote self-reform in a long-term and orderly

manner,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the system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Party's self-reform based on the Constitu‐

tion, which have a pluralistic composition, so the basic role of the Constitution is not the same. On the one

hand, the party's self-reform is essentially the building of the Party, which is the focus of intra-party regula‐

tions. Those intra-party regulations in the system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Party's self-reform cannot be in con‐

flict with the Constitution. On the other hand, a part of self-reform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performance

of functions and powers of state organs, which requires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law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so that state organs such as the Commissions of Supervision have a complete basis for exer‐

cising the functions and powers.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system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Party's

self-reform;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oversight system; peo‐

ple's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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